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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台湾革命志士的抗日活动，台湾义勇队即为典型事例。
中共党员张毕来奉命担任台湾义勇队秘书，协助李友邦筹组台湾义勇队，呼吁祖国当局正视台湾
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揭示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反抗精神和浓厚的祖国意识，号召两岸同
胞为中华民族伟大抗战共同奋斗。针对台湾前途命运问题，张毕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抗战胜利后
台湾必须回归祖国的主张。张毕来在困难的条件下迅速掌握了台湾相关知识，成为一名“台湾
通”，其作为早期中共涉台工作者，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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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在大陆的台湾革命志士纷纷组织抗日团体投身抗战洪流，与祖国人民一道为抗
战胜利及台湾光复贡献了力量，台湾义勇队即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中国共产党动员全国民众坚
持抗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此
同时，中共也十分关注、支持台湾革命志士的抗日斗争。台湾义勇队秘书张毕来便是在这样的历史
大背景下涌现出的中共早期涉台工作者和“台湾通”之一。研究张毕来的典型个案及其台湾论述，
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涉台工作历史，对探寻中共与台湾的早期联系有积极的意义。
一、张毕来与台湾义勇队
台湾义勇队 1939 年春天成立于浙江金华，是抗战时期活跃在东南前线的一支主要由在大陆的
台湾人组成的抗日队伍。近年来对于台湾义勇队及其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展，
王晓波、卢旭东、王政文分析了台湾义勇队及其领导者李友邦与中共的密切关系，指出中共对于台
湾义勇队的影响显而易见; ［1］陈在正、楼子芳则讨论了李友邦抗日复台革命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参与祖国抗战工作的发展历程; ［2］近期徐文彬更从李友邦个人革命经历出
发，详细梳理了李友邦在各个不同时期与中共的关系。［3］不过，学界多从台湾义勇队或李友邦个人
经历的角度来看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解读台湾义勇队成立过程中来自中共的支持，剖析李友
邦抗日革命道路上的思想变化。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主动介入并倾力支持李友邦组建台湾义勇
队的，因此有必要从中共的角度来观察其与台湾义勇队之间的关系，在这当中台湾义勇队秘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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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员张毕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张毕来故乡贵州学者刘鹤曾撰写过有关其生平事迹的介绍
文章，但对张毕来的涉台重要论述及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积极意义，则未曾详述。［4］我们认为，作
为中共早期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涉台工作参与者之一，张毕来受党组织委派参与组建台湾义勇队的
活动，及其关于台湾问题的思考与主张，颇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张毕来( 1914～1991) ，又名张启权，化名张一之，贵州凯里人。1935 年毕业于贵州省立( 男子)
师范学校，早年便追求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据其回忆录记载，他在高中时代“已经参加了一
些抗日运动，从此时( 贵师) 起就更进一步地投入这个运动”，“很多的时间用于政治活动，课外自学
的东西也有了一个方向，就是开始注意到革命理论了。那时连《资本论》也跟‘读书会’的同学们谈
论起来了，当然完全不懂。”［5］据称他在此时还创立了血潮社，宣传抗日。1936 年张毕来考入浙江
大学文理学院教育系，“接受了左联的影响”，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他说: 1937 年“全国抗
日气氛高涨，我坐不下去了。又新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我们一二十人，组织了‘民先’，还
组织了一个‘黑白文艺社’，一个‘黎明歌唱队’，经常上街去宣讲抗日的道理，教人唱抗日的歌
曲。”［6］七七事变后，张毕来离开浙江大学参加党领导下的浙东抗日运动，曾任遂昌县民众教育馆
馆长，积极动员民众参与抗战。1938 年 9 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入党组织不久，张毕来迎来了革命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即受组织委派前往金华协助
李友邦创设台湾义勇队。李友邦( 1906～1951) ，台湾著名爱国将领，曾入黄埔军校二期，全面抗战
爆发后，积极组织台湾义勇队参与祖国抗战，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合作关系，1951 年被国民党以
“通匪罪”处死。［7］早在 1932 年李友邦被捕入狱时，即于浙江陆军监狱与中共浙江省委委员骆耕漠
相识，共同参加了中共的狱中地下活动，开展反拘禁、反虐待、要求改善监狱生活待遇等大小斗争，
同时还阅读列宁《国家与革命》等书籍，与其他受难共产党员亦有密切接触。［8］出狱后，1938 年夏当
骆耕漠再次遇见李友邦，了解到他有意将在福建因中日战争而被集中居留在崇安的台湾同胞组织
起来成立台湾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的情况后，立刻将此汇报给中共浙江省委，并得到批准予以协
助。“先把第一批台胞动员到浙江抗日前线宁、绍和浙东线金、衢一带，从开始搞支援抗战的社会
宣传活动着手，树起旗帜，然后再开展台湾义勇队的进一步活动。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同意这一计
划，省委决定，金、衢距前线较近，应协助李友邦把台湾义勇队设在金华。”［9］很快这个任务便落到
了年轻的党员张毕来身上。他化名张一之，担任台湾义勇队秘书，代表中共投入台湾义勇队的组建
工作。可以说，台湾义勇队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动、直接指导与援助下成立的。
张毕来担任台湾义勇队秘书后，在队内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由其任支部书记。他说: “这时
候，队里已有了三个党员。除我而外，还有李炜( 夏云) 和朱行( 朱适春) 。我们在吴毓同志领导下
成立了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后来支部先后发展了四五个党员。党支部建立以后，我们开始计划培
养台湾籍干部。”“其次是建立一个‘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用共产主义理想来培养后一代。这个
工作，当时支部指定由李炜同志负责。第一步吸收了几个小朋友参加，成立了一个小组。李炜对他
们讲八路军新四军的故事。后来，其中有个小朋友无意中把台湾少共团的活动讲给父母听。我们
得知这个情况，感到这样搞下去，容易暴露我们的共产党员身份。向吴毓同志汇报后，他指示马上
停止。”［10］在组织关系方面，张毕来在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受中国浙江省委的直接领导。“省委派人
和我单线联系”，联系人除了最早的浙江省委委员骆耕漠，先后还有浙江省委统战副部长吴毓和浙
江省委宣传部长汪光焕等。［11］张毕来等中共党员的积极工作和义勇队党的地下支部的建立，一方
面强化了对台湾义勇队的支持与领导，另一方面反过来也对中共利用台湾义勇队从事各方面工作
提供了相当的便利条件，譬如在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趋于紧张的时刻，台湾义勇队掩护与营救
了不少的中共同志。张毕来记述道:“皖南事变后，有好些同志从新四军来，或路过金华，或在金华
暂时隐蔽，他们也都参加过义勇队或少年团的工作。”［12］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义勇队的发展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指导。关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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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台湾义勇队的工作指示，可看张毕来下面的一段记载:
( 1939 年 3 月周恩来视察浙东) 按组织的安排，由我向恩来同志汇报帮助李友邦，用“台湾
独立革命党”名义筹组台湾义勇队的经过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找政治部批准正
式成立的问题。汇报以后，恩来同志先扼要地讲了一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后说: 关于
台湾义勇队的事，要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并叫我通知李友邦，让李友邦去找黄绍
竑，请黄绍竑帮助他解决政治部批准成立的问题。恩来同志还说，要尽量避免暴露这个工作与
我党的关系，否则容易影响工作的开展。友邦同志本来想见恩来同志。那天晚上，我们向恩来
同志建议，请他第二天接见李友邦，他点了头。但是，第二天通知我说，不接见了，让我转告友
邦。我后来慢慢体会到恩来同志当时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因为如果国民党认为李友邦的政治
活动与我党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就会给义勇队的活动带来困难。台湾义勇队的工作，我后来一
直是按恩来同志的指示去做的。［13］
换句话说，虽然当时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国共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
和斗争却始终存在。台湾义勇队成立之初，为获取国民政府的正式承认，张毕来曾赴桂林、重庆多
方运作，但屡遭推诿延宕。个中缘由可从张毕来与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的一番谈话中得见:
“我与周( 引者按: 指周咸堂) 去看谷，我把组织台湾义勇队的意图以及将来的工作设想对谷说了。
谷只听，一言不发。最后，他突然问我:‘张先生，李友邦是不是个共产党?’我说:‘不像。’他又问:
‘怎么不像?’我说:‘从我跟他一起干这个工作以来，大小问题他都跟我商量决定，不像是另有什么
组织的人。’谷说:‘好。’这番问答结束之后，我和周咸堂就别了谷正纲回到金华。听了谷正纲的话
音，再联系政治部迟迟不批准成立的情景一想，我感到国民党对我和李友邦以及台湾义勇队是十分
不放心的。”［14］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义勇队与中共的关系自然不宜公开或半公开化，而应以一种较
为隐蔽的特殊形式，争取获得当时处于执政地位、掌握众多资源的国民党的支持，方可更有益于台
湾义勇队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张毕来及浙江省委的同志起初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他们或许认为
既然我党决定大力支持台湾义勇队，便希望周恩来同志借视察浙东的机会面见李友邦以给予直接
指示。此虽在常理之中，却显然没有周恩来考虑得那样深刻细致。事实证明，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
之下，台湾义勇队的活动逐步得到了社会各界乃至国民政府诸多知名人士的肯定和支持。国民党上
层和社会贤达，多以致赠题词的方式予以褒扬，其中包括孙科、陈立夫、于右任、康泽、陈诚、梁寒操、黄
绍竑、刘建绪、谷正纲、马超俊、王芃生、李寿雍、冯剑飞等等，营造了较强的声势，这对台湾义勇队的发
展无疑是有利的。［15］台湾义勇队在浙东前线对敌政治、医疗诊治、军需生产及鼓动宣传上的杰出表
现，获得了地方军民的交口称赞，“一般人民以及军队中下层官兵和海外同胞都热烈支持我们”。因
此，正如张毕来所云:“我们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尽力避免暴露台湾义勇队与我党的关系，充分利
用国民党方面的各种关系开展民族团结抗战的工作。”［16］这样的工作方针，无疑是正确和有效的。
二、张毕来与台湾义勇队之抗日宣传
谈及台湾义勇队的抗日宣传，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总队长李友邦的努力。李友邦作为台湾义勇
队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他的贡献自毋庸置疑，但还应该看到另一面，即中共在台湾义勇队组建
与宣传工作上的特殊贡献。这就绕不开台湾义勇队的首任秘书、中共党员张毕来。
前已述及，台湾义勇队甫一创建，中共即已介入其中。张毕来奉派担任秘书后，与李友邦一道
奔走于浙闽桂渝间。早期李友邦主要负责在福建崇安招募队员，联络浙闽官方，率领台湾义勇队奔
赴浙江金华组建和训练队伍，开展前线抗日工作。而张毕来在协助李友邦组建台湾义勇队的同时，
还积极联络中共各地各级部门运用各种关系协助台湾义勇队，尤其是接上了与朝鲜义勇队的联系，
得到了后者的大力支持。［17］张毕来并与浙江、广西、江西和重庆等地的国民党军政当局联络，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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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队的正式编制问题，得到了国民政府部分人士的帮助。譬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周咸
堂便向张毕来表示:“台湾人是同胞，与朝鲜人更不同些，理应大力支持。”［18］此外对于张毕来而言，
尤为重要的是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台湾义勇队，为台湾义勇队的组建与发展进行舆论上的准备。
张毕来在宣传活动中十分注重对台湾义勇队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李友邦核心地位的树立与维
护。如所周知，台湾义勇队是台籍爱国革命志士李友邦创建的台湾人抗日组织，作为大革命时期便
投身于祖国及台湾革命运动的台湾革命志士，由其出面进行在大陆台湾人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显然
是最适宜的。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张毕来同志无疑敏锐地注意到了。他指出:“留在福建的这许多
台胞之中，虽说有着极高度的抗日情绪，但，因缺少一个中心领导的人物，所以，( 显) ［现］还在
( 现) ［显］出非常散漫与无组织。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李友邦氏看到这一点，便决心由浙江亲自到
福建去，准备去调整一切在福建台胞的抗日力量，去统一这些力量，使他增强扩大。由党的方面来
说，独立革命党是台湾一切革命党派中历史最长党员最多的一个，而在个人方面说来，李氏是从事
台湾革命历史最久而其影响也最大的人，所以能在留华台胞一切抗日力量之中，形成了一个中
心。”［19］“台湾独立革命党，是李友邦氏领导下奋斗了将近二十年的一个党，民国十三年在广州成立
以后，一直在困难中工作着，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大压力之下，牺牲了不少的工作同志，但新的力量
也不断的成长着。在摧残中生长起来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将无疑地永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绊脚石，
中国神圣的抗战开始以后，党以另一个崭新的姿态出现于战争中，重新决定他的革命策略，而且向
党员指出了两个工作方向，第一: 是号召台胞参加祖国抗日战争，第二: 是潜至台湾本部发动各种暴
动。作为实践号召台胞参加抗战一口号的工作，就是发起组织台湾义勇队。”［20］我们认为李友邦能
够迅速号召在大陆台胞参加义勇队，与张毕来等对李友邦革命人生与理念的宣传及其核心地位的
维护，注意围绕李友邦来凝聚台湾人的向心力，无疑有着相当的关联。
至于张毕来的抗日宣传活动，具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赴各地向各机关团体演讲
“台湾革命历史和台湾革命者当前的任务”，［21］同时开展与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密切联络沟通工
作。仅据 1939 年的统计，2 月台湾独立革命党与朝鲜义勇队在桂林开会招待外国记者，张毕来( 已
化名张一之) 在会上讲台湾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之宗旨; 同月张毕来在桂林对广西学生军第二团
第三团讲台湾革命问题; 5 月在桂林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简易日文训练班讲台湾革命问题和台湾义
勇队的工作; 6 月在桂林国际宣传委员会座谈会上讲台湾革命运动史; 7 月在桂林广播电台讲抗战
中的台湾同胞情况; 12 月张毕来与高甦一同参加金华县第五学区辅导会议，讲述台湾革命问题和
义勇队工作情况; 等等。其二，在报章杂志密集发表文章，细述台湾义勇队的组建缘起、宗旨、目标、
任务，动员台胞踊跃加入台湾义勇队，投身祖国抗战。举其要者，如 1938 年 12 月 1 日在《东南战
线》发表《台湾留闽同胞组织义勇队》一文，“介绍了台湾义勇队筹组情况，同时把台湾独立革命党
的行动纲领以及告台胞书的内容等等都讲了。”“如实地告诉读者，台胞们由李友邦氏领导着奋斗，
‘即将’实际参加祖国抗战。”桂林《救亡日报》，也于 1939 年 6 月 17 日刊出了一期由台湾独立革命
党总部编的“台湾‘六·一七’纪念特刊”，刊载的三篇文章中有两篇由中国共产党人撰写，分别是
范长江的《今年‘六·一七’的特殊意义》和张毕来的《日本帝国主义怎样压迫台湾》，［22］等等。
综合张毕来在台湾义勇队的抗日宣传活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呼吁国人重新认识台湾、重视台湾在抗战中的地位。张毕来尖锐指出: “我们一向忽略
了一支抗日同盟者的联络，那就是台湾的革命力量。”强调台湾在祖国抗战中所处的地位绝不容忽
视:“我们深刻理解台湾的解放运动，和祖国的民族革命，是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同时我们又相
信，台湾革命斗争，在祖国的对日全民抗战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扰乱日寇后方的主力当中，台
湾五百万同胞，不失为最忠实而又最坚强的力量，台湾扰乱日寇后方的重要性，不在日本内地及朝
鲜之下，日寇现在封锁东南海岸及扰乱沿海各省都是以台湾为根据地，这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上，实
是举足轻重的一着。所以，台湾在祖国对日抗战中的地位更加提高，台湾现在已经不能离开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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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反帝运动而求得解放，祖国的抗战领袖与英勇将士，也不要忘却台湾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重要
性。”［23］在此张毕来高度评价了台湾同胞的爱国热情和反抗勇气，认为他们开辟的另一条战线对祖
国抗日战争胜利具有重要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台湾革命势力是怎样渐渐地增长，渐渐地成为日
寇的致命伤了。”“我们可以想见，这支力量的增强，将给予我国抗战何等重大的影响。”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保存的一篇张毕来演讲稿亦云:“敌国经济的资源，大都来自朝鲜台湾，用作军队成员的，
有时也仰给于朝鲜台湾，若是能够使朝鲜台湾发展广泛的革命运动，那给予敌人的打击，是如何大，
是可想而知了。因此，援助和提携台湾革命，也就是在第一期抗战之中，在政治重于军事这口号之
下，成为最重要的工作了。”［24］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刻也不能忘记台湾这个重要的同盟军。
其二，号召祖国民众支持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他指出，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实施了严厉的专
制统治，“凭藉了严密的警察网，把五百万民众紧紧地包围着。使他们难于动弹。政治上的压迫是
不消说了，就是经济上的压迫，也非常残酷”，因此台湾民众面临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殖民者和法西
斯军国主义。张毕来号召人们正视这一现实，给予台湾抗日斗争以大力支持。“台湾革命，无论在
台湾本部或在中国，因了种种关系，显现出特殊的脆弱性来，这脆弱性要求祖国给予各种援助，而我
们也知道，援助台湾革命，也是我们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所以，我郑重地提出: 第一，
希望我国党政当局能给予台湾义勇队，救护队，对敌工作队等以组织训练上的便利和经济上的充分
援助，俾使台湾革命同志能参加祖国抗战。第二，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及舆论界用一切方法与方式，
鼓励台湾同胞的革命情绪与扩大宣扬台湾革命与祖国抗战的密切联系，给予台湾同胞以精神上的
鼓励与物质上的帮助，争取祖国的自身的独立自由与解放! 总之，援助台湾独立革命也是全面抗战
的一部门，深望我国政府与各界同胞注意及之!”［25］
其三，揭示祖国抗战与台湾抗日斗争的密切关系。张毕来指出，海峡两岸同胞是生死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支持祖国抗战就是支持台湾的抗日革命运动，因为只有祖国抗战的胜利，台湾人民才能
彻底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获得自由与解放。在张毕来看来，台湾同胞身上蕴藏着在中华民族面临生
死存亡关头与祖国并肩战斗的高度自觉。“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台湾四十多年，用那帝国主义者
所特有的武装和警察，使台湾人生活于极高度的压力之下，但台湾人在异族的压迫厉害之时，越更
英勇地和压迫者斗争，也越忘不了祖国，所以祖国抗战一开始，在台湾就不断地发生各种暴动，而组
织台湾义勇队的主张一拿出，请求参加的台湾人就纷至沓来。”［26］甚至“有一群不愿做日本帝国主
义者的奴隶的小台胞，他们还小得很，可是铁的受压迫的事实已教育了他们，他们知道要怎样去奋
斗，才有个人的出路，民族的出路。他们也组织了一个台湾少年团，和大台胞一起作着各种有利于
抗战的工作。”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由台湾小朋友组成的台湾少年团的抗日宣传活动得到了抗日
前线军民的高度赞誉，可谓成效显著、名噪一时。［27］
在此还应提及的是，张毕来并执笔创作了《台湾义勇队队歌》和《台湾少年团团歌》。其中《台
湾义勇队队歌》歌词写道:“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 /是台湾民众解放的先锋队 /要把日鬼驱出祖国 /
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 /为正义抗战 /保卫祖国 /解放台湾 /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 /整个摧毁 /
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 /是台湾民众解放的先锋队。”［28］他通过党组织找到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为之作
曲，并在自己的婚礼上高唱《台湾义勇队队歌》。该队歌在台湾义勇队队员及部分民众中传唱开
来，为义勇队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29］
三、张毕来之台湾论述
1938～1939 年的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已长达四十余年，期间台湾民众在岛内不断开展轰轰烈
烈的武装斗争和政治抵抗，为摆脱台湾的殖民地地位而奋斗。在大陆的台湾革命志士同样进行着
不懈的努力。他们一方面支持岛内抗日运动，另方面组织起来参加中国革命，七七事变后更直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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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祖国抗战。［30］然而，此时的台湾毕竟离开祖国怀抱近半个世纪，由于种种原因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野。谢东闵称:“台湾自沦陷以迄抗战前后的几十年当中，因祖国‘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像被遗弃
的可怜孤儿过着无依无靠的流浪生活，四十余年来，祖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最初为打倒
满清而不便刺激日本，后又因内忧外患无暇顾及，以致对台湾人未能予以正当的看待。”［31］缺乏对
台湾的认识与认知，可以说是当时国人的普遍状态，这对于组建台湾义勇队是个不小的阻碍。因为
尽管台湾义勇队的组成人员绝大部分是台湾人，他们或较易于理解建队的意义并予以响应，但对于
台湾意识甚少的祖国民众而言，进行台湾知识的灌输和台湾意识的培养，显然是当务之急。只有得
到广大民众乃至祖国当局的重视与支持，台湾义勇队的事业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为此，张毕来台湾
论述的首要任务，便是积极开展台湾知识普及与全社会台湾意识的促醒工作。
首先是介绍台湾历史及其与祖国间的血脉联系，揭露日本对台湾的狼子野心。在《台湾杂记》
一文中，张毕来从《隋书》的记载谈起，说明中国至晚在隋炀帝大业元年( 公元 605 年) 即积极经略
琉球。他说:“所谓琉球者，当即今之台湾，更有谓昔所指蓬莱，亦即台湾之新高山者。”他紧接着称
颂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复台壮举，指出“郑成功之于台湾，关系至深切，台人迄今仍未忘，亦无人不知
之也”。“当其入岛之时，中原之不愿为满清奴隶而随之赴台者，为数极众，台湾丰富之革命传统，
实源于此也。”针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怒斥腐败的清政府“将台湾断送于日本帝国主义”，
同时揭露日本对台湾的长期野心。“日本于台湾攫取，实非一朝一夕之念，其由来久矣，可谓苦心
孤诣，其存心于此，盖亦难以记其年月，早在数百年前，即已野心暴露。明末，徐光启氏即已疏言:
‘台湾如不及时经营，将来必为日有。’满清政府，既得台湾，亦不知治台之法，但求其在重压下唯唯
之诺，而不图百年之计，终为日寇所夺，良非偶然。”［32］能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维度和战略的高度来
看待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当时舆论界应该说是较为罕见的。
其次则细数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专制高压政策和殖民统治暴行。“台湾目下之行政系统，乃
所谓‘一元制’之行政系统，盖独断独行，无被牵制之虞，则剥削易而成功速也。”“其最高机关，为独
裁之台湾总督府，府址在台北，设总督一人，为日皇亲任官，其耀武扬威，大可想见。”“台湾官制，重
重叠叠，莫非吸血机关，举凡充任此类机关之首脑者，无一为台湾人，均为日本人，盖台人不可以为
官，可充奴隶而已。直至保甲，始行采用台湾人。然保长甲长，无何能力，一举手也，一投足也，如不
得日本人之计可，即不得而为之，在此种制度之下，台湾人敢怒不敢言，其压迫之苦，实较诸印度、菲
律宾为多矣。”而密不透风的警察统治网络更是日本占领下台湾的最大特色。“日本有警察王国之
称，其于警察办理之周密，为世界冠，夫一国警察之所以必须严密周到，盖由于其统治基础之动摇性
大，不稳，故不得不注意警察也，日人之在台湾，于警察之办理，视日本本部为尤甚，镇压奴隶之心，
亦云苦矣。”政治上专制高压如此，经济上对台湾民众的盘剥亦十分严酷。“土地多为日本政府所
有，又复益以特产之专卖，于是，人民日以穷困，政府日以饱满矣。”殖民当局土地收夺和专卖制度
所得，“甚少用之于台湾人利益之获取与保障，除供日人官吏挥霍外，皆用之于榨取机关手段之加
强，此所以增其税收，强其统治也。”［33］换句话说，台湾民众处于日寇殖民铁蹄之下，亟待拯救。
再次更强调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爱国爱乡是台湾人永远不变的情怀。他说:“台湾自来是我国
土地的一部分，而台湾人，就是我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呢。”［34］“‘台湾人’，实即由广东、福建及浙江
等地移去之中国人。”“台湾人之眷念祖国，恒数十年不衰。”［35］张毕来在多篇文章中揭示了台湾民
众祖国意识持续高涨的事例，如辛亥革命爆发“风声所及，弥漫全台，台湾人倾慕故国的心，因此而
愈益迫切。当时，革命者大都针对这一种心理，以‘中国援兵就来了’的口号，号召全台人。”［36］又
如当中国政府在台北设置领事馆的消息传开之后，台湾民众奔走相告，欢迎来自祖国的使节。“我
国在台置领事馆，约在二十一年之时，盖三十年来不复有使节往来，故二十一年领事入台之初，全台
之兴奋不已，割让而后，居民久久不见中国使节，闻其来，即中山老妪，亦匍匐来迎。初见领事着洋
服，颇疑之，后知确系华使，均大声呼冤不已，谓受压已久，乞领事一告祖国政府，为解倒悬。”［37］在
台设置领事馆虽是台湾沦为殖民地背景下的扭曲现象，但对于身处异族统治下的台人及在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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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言，无异于一缕春风，温暖在心头。落实到抗战实践中，“因为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土地，
就是中国的土地，而因此，台湾的革命力量，也是中国的革命力量了。”他呼吁: “我们中国同胞，对
于台湾的革命，不但在他们发动以后，我们应被动的去帮助他们。而且，还应该自动的去提携，使得
台湾革命能够更快的发展。因为台湾的革命工作，就是我们抗战的工作。”［38］
张毕来在参与《国民公论》杂志组织的“两年来参加抗战工作的个人经验与教训”大讨论中曾
兴奋地列举了“两个很小的例子”: 一是福建某县的一位台湾母亲“诚恳地”牵着他的手说:“请你告
诉我的儿子，我没有别的话要说，叫他好好地替祖国出力，替台湾人争自由罢。不要念我。”二是台
湾义勇队队员途经浙江某县城用餐时，饭店伙计特别出来鼓励道: “我们添了一个汤菜，是本馆伙
计们献给各位台湾同胞的，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在我们共同努力奋斗之中死亡，希望抗战胜利，我们
都得到自由。”［39］在此不由使人想到，人们常说的海峡两岸同胞在祖国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同呼吸、
共命运”，不正是活生生地体现在这些“小小”的事例里吗!
尤应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是，张毕来还针对台湾的前途命运提出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自己
的主张。20 世纪上半叶，台湾革命志士及其在大陆的抗日团体，从个人或各自团体的视角与利益
出发，对台湾前途命运的主张可谓五花八门。谢东闵曾对此有过描述:“在过去有个时期热心台湾
革命的台胞，对于脱离暴日统治后，应该施行何种政制? 有独立论与复归论两种论争。”［40］此间所
谓台湾“独立论”，乃指台湾摆脱殖民地地位而独立解放，是针对日本殖民者的，笔者对此已有详细
论述，在此不赘。［41］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并公告废除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
所有对日条约之后，“复归论”才在大陆各台湾革命团体中完全占据主流地位。但是，以往的研究较少
触及此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台湾前途的看法，因而张毕来所表达的观点便更具重要意义。他说:
台湾革命要带着两个目标而进行: 第一、因为现在是被日本统治着，他首先要在国家关系
上，脱离此种羁绊，获得其自己处理自己之命运的权利; 第二、一经获得此种权利以后，台湾因
各种条件之故，他应返归中国，以共同建立三民主义之新国家。
这两个目标初看去似觉得矛盾，未可同时存在，但，其实是极其合理的。因为此刻在台湾
所有的问题，是解放，故对日本帝国主义而说，台湾需要独立解放，如果台湾没有自由处理自己
的命运的权利，他便丝毫不能谈到返归祖国之类的问题。如已得到自由之后，则那时的问题，
是对祖国的问题，他有重返祖国以建立三民主义之国家的必要。
因此，这两个目标，可以而且必须都有才行，不过是在时间上的先后一点来区别而已。［42］
第一步，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而独立; 第二步，归返中国。这就是张毕来为台湾前途命运给出的
解决方案。这种分两步走的“台湾回归二阶段论”，与李友邦著名的《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中国》一
文提出的观点可谓高度一致。［43］由于张毕来与李友邦的文章均发表于 1940 年 4 月同一期《台湾先
锋》上，人们较难判别到底是谁率先提出了这一主张。不过，联系到此前 1938 年 9 月修订的《台湾
独立革命党党章》总纲曾揭示党的宗旨为“团结台湾民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一切势力，在
国家关系上，脱离其统治，而归返祖国”，［44］张毕来的这篇文章亦是根据之前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1939 年 6 月即已在桂林的演讲活动中向听众作了广泛的宣讲，［45］因此张毕来与李友邦的这一主张
实早已存在，二者的高度一致性表明这应当是他们二人共同意志的体现。无论如何，张毕来在七七
事变后的第二年，便针对形形色色的有关台湾前途命运的议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台湾必须从日本
殖民统治下独立然后回归祖国的主张，体现出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台湾问题上的清醒认识与明
确追求，值得后人予以彰显与揭示。［46］
最后，张毕来台湾知识的来源亦引起了我们的浓厚兴趣。如前所述，张毕来出生于贵州黔东南
地区，早年毕业于贵州省立( 男子) 师范学校，与处在东南海上的台湾相隔甚远。后虽短暂就读于
浙江大学，但直至 1938 年底他才接受组织派遣参与组建台湾义勇队，其人生历程与台湾没有任何
交集，也没有接触过任何关于台湾的信息。也就是说，张毕来有关台湾的知识是从 1938 年底到
1939 年初的短短不到半年内迅速掌握的。对此他曾回忆道:“一九三九年，再度去桂林，是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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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这种时候，希望讲一点台湾问题的，就来找我。我根据当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原则和我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把我们平日常说的一些道理加以归纳，又翻阅了一些历史文献，把台
湾革命的过去和现在略加综理，就拿去讲。”［47］从中可以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原理、中国共产党
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台湾历史文献，是张毕来台湾问题相关论述的三大理论基础与知识来源。张毕
来并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将其活用于台湾义勇队的工作中。他说: “一九四〇年上半年，毛泽东
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出来了，我们在党内学习过。就慢慢开始在《台湾先锋》上用起‘新三民主
义’这个概念来了。我们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二期上刊登了李炜同志《台湾少年团
之组织及其工作》一文，文中就明白地用了‘归返祖国，共同建立新三民主义的国家’的提法。”［48］
至于张毕来是如何汲取有关台湾的知识营养，尚未见直接的记载。上文曾揭示，彼时中国全社会台
湾意识薄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相关资料获取或存在一定的难度。不过，我们发现当时中国社
会其实依然有一批人在关心台湾问题、传播台湾知识、鼓吹台湾革命，当张毕来环顾四周的时候，只
要足够用心还是可以找得到有关台湾的作品。譬如台湾历史有彭子明的《台湾近世史》［49］、汉人的
《台湾革命史》［50］，日据下台湾殖民地问题有日本著名左翼学者矢内原忠雄的《日本帝国主义下之
台湾》中译本［51］，台湾革命志士的作品有《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郭沫若曾怀着极大的热
情为其作序，声言“台湾人是我们嫡亲的同胞”，“台湾人不是不革命，是革命的消息没有传播出来
呀!”［52］即便在浙江，也有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出版的《台湾朝鲜与东北》一书。书中号召国人
牢记三地惨遭日寇铁蹄蹂躏的痛史，起来“扶助台湾革命，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53］其他散见于报
章杂志者尚且不计。由此可见，张毕来所在的中国文化中心地带之一的沪杭地区还是能够获得台
湾相关资料的，而在党的政策主张和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张毕来对台湾历史与台湾革命运动的理
解，无疑有着更高的站位和更宽广的视野。作为一名年仅 25 岁刚刚入党不久的中共党员，在当时
艰困的条件下能够如此迅速地进入涉台工作角色，成为一个“台湾通”，委实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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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osition of Taiwan by Chinese Communist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 Case Study of Zhang Bilai
Chen Xiaochong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tively supported the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of Taiwan revolutionaries dur-
ing the Anti－Japanese War，and the Taiwan volunteer team was a typical example． Zhang Bilai，a member of the Commu-
nist Party of China，was appointed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Taiwan volunteer team to help Li Youbang organize the team． He
called 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face up to Taiwan＇s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Anti－Japanese War，revealing the rebel-
lious spirit and the strong sense of the motherland of the Taiwan people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and appealing to
the compatriot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 great Anti－Japanese War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view of the future and the destiny of Taiwan，Zhang Bilai put forward bluntly the preposition that Taiwan must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Japanese War． He quickly mastered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bout Taiwa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became a“man well versed in Taiwan”． As an early work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aiwan，
Zhang Bilai deserves our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Zhang Bilai，Li Youbang，Taiwan volunteer team，exposition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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